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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利用 ７ 个区域中心城市 １７３９ 名正规就业农民工数据，探索居住隔离对农民工职业表现

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主要结论有：居住隔离同时产生空间误配 ／ 失配和溢出两类效应，共同决定农民

工职业表现。 基础回归和工具变量回归均稳健地显示居住隔离正向影响职业脆弱和工资水平，空间

溢出效应超过误配 ／ 失配效应；而负向影响职业地位，空间误配 ／ 失配效应超过了溢出效应，居住隔离

仅仅支撑了农民工城市社会的基本生存，但却制约了阶层流动和提升。 引入居住隔离与社区区位和

社区公共空间交叉项的工具变量回归表明，农民工居住地离公共资源集中配置区和工作地越远，居

住隔离所引发的空间误配 ／ 失配效应更强，弱化了其对职业脆弱和工资水平的积极影响，但增强了其

对职业地位的负面作用；农民工所居住社区的建筑有更多的公共交互空间，更有利于居住隔离的空

间溢出效应的形成，增强了其对职业脆弱和工资水平的积极作用，但减弱其对职业地位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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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城乡差异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首要问题，背后则是城

乡居民生存发展权的不平等。 尽管各级政府在农民工共享教育、医疗、住房、基本公共服务等城

市发展成果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但居住隔离等一些深层次的不平等问题却仍被忽视。
居住隔离在整个生命历程中将会对个体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提升、职业和社会阶层的变迁产

生极为深远的影响，这一观点见诸于发达国家社会治理的相关研究和实践 ［１］ 。 当前中国已进入

快速城市化和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规模庞大的农民工仍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就业，
他们居住在城市，却与主流社会相隔离，一方面影响劳动力的存续和发展，另一方面容易诱发和

激化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和谐，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提早对居住隔离这类深层次不平等

问题给予关注与防范 ［２］ 。 就业是农民工进入城市的前提，职业发展是农民工在城市生存发展基

础，职业表现则是职业发展的重要表征，必然受到居住隔离等一些不平等因素的影响，探索这一

影响及作用机制，协调好各类资源以克服和消解可能的不利影响，实现城市的公平、稳定和可持

续发展，这既是城市治理者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提升国家治理水平的重要途径。
居住隔离被认为是西方社会学研究的经典话题，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形成原因。

经济水平差异被认为是产生居住隔离的首要原因，移民在被主流社会同化的过程中，必然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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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各类资源的获取和转换，移民通常在初期处于经济弱势，不得不选择具有相同境遇移民的聚

集区居住，获取必要的社会网络支持，建构自身独特的社会关系，为后续社会阶层的提升奠定可

靠的人力和社会资本 ［３］ 。 文化偏好被认为是超越经济因素的另一重要原因，移民由于文化认同

导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居住隔离可以支持移民间文化认同、资源获取并摆脱外界歧视与偏

见，由此，居住隔离是主动而非被动 ［４］ 。 制度的贡献也不容忽视，美国的种族隔离制度导致了白

人与黑人空间上的分离，成为美国社会的基本特征 ［５］ 。 制度实现了空间权利对不同人群的分

配，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了制度的作用形式，而移民的空间利益容易受到损害。 事实上，制度对居

住隔离的影响力大大超过了其他因素 ［６］ 。 二是社会后果。 居住隔离的负面后果多于正面，通过

空间距离的拉大而割裂了群体交往，从而导致互不信任，对族群关系、社会凝聚力和国家认同构

成极大威胁 ［７］ 。 负面效应主要体现为社会机会获取不公、群体内卷化和社会阶层固化等 ［８］ ，由
此导致了移民个体陷入低社会资本—低人力资本的恶性循环且融合能力短缺 ［９］ 、公共资源分配

歧视 ［１０］ 、工作和居住空间的不匹配 ［１１］ ，移民群体的异质性社会资本导入障碍和“平行社会”形

成 ［１２］ ，以及社会地位上升通道萎缩 ［１３］ ，而在下一代移民中滋生贫困或犯罪文化 ［１４］ 。 三是政策

治理。 欧美国家政府普遍认为居住隔离妨碍了社会融合，而使社会趋于碎片化 ［１５］ 。 限于各国

不同的历史背景、现实发展和主流意识形态，政策干预的形态和结果却不尽相同。 公民权利上

具有强烈排外性的国家，如德国、丹麦等，倾向使用同化主义的政策路径，以刚性管制减少居住

隔离的可能；而另一些具有包容性文化特征的国家，如美国、法国等，则更愿意使用多元文化主

义的政策路径，强调对居住隔离的柔性化解 ［１６］ 。 多数国家的干预手段通过移民住房保障政策

的调整展开，但各有利弊，主流学者则认为居住隔离的政策干预应寻求市场和政府相结合的管

制策略 ［１７］ 。
西方学者的研究明显超前，极少数国内研究仅简单描述或分析了制度根源 ［１８］ 、移民社区的

住房条件和邻里关系 ［１９］ ，以及对社会融合的影响 ［２０］ 。 在中国快速城市化和经济社会转型的背

景下，现有研究呈现出一些不足：其一，农民工作为中国国内移民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特殊户籍

制度的产物，背后暗含着根深蒂固的城乡失衡，不能简单等同于一般移民，但特异性研究还较少

见；其二，快速城市化意味着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仍会有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尽管城市经

济社会正在经历各种转型升级和布局调整，农民工依然是主要的人力资源蓄水池，居住隔离会

对职业表现产生怎样的影响，机制如何，尚不清楚；其三，西方国家的政策干预经验由于社会发

展、治理水平和文化差异并不适应中国，必然需要符合中国实际的政策关照，但也未在当前研究

中得到很好体现。 本文试图利用对中国七个区域中心城市 １７３９ 名农民工调查所获数据，围绕

以上三个方面开展相对深入的研究。

二、理论框架

职业表现被认为是移民融入主流社会的关键环节，居住隔离对移民职业表现的影响一般归

结为邻里效应 ［１７］ ，即通过邻里间的相互作用，将移民社区的特征作用于个体，进而导致移民在

职业表现上的差异。 这一过程中，邻里及其构建的社区成为重要的情景变量，移民既受到社区

所在区位或地理特征所决定的城市空间资源配置状况的影响，又分享着邻里间同群效应作用下

知识、技能在移民个体间加工、传导、内化等外溢性。 由此可见，居住隔离对于移民职业表现的

影响并不总是负面的。 以移民社区所表示的居住隔离对农民工职业表现的影响，大致可归结为

两类效应：
（一）空间误配 ／失配效应

空间误配 ／失配效应围绕移民社区的地理位置展开，在三方面形成误配 ／失配。 一是公共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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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失配。 移民进入目的地社会，在居住区域上将产生分异，空间上形成不同形态的移民聚居

区 ［２１］ ，聚居路径来源于房地产市场对不同收入人群的逆向选择，移民经济能力大多处于相对弱

势，低价住宅区通常成为移民居住聚集区。 城市房地产价格形成中，低价格除了意味着房屋自

身质量，如结构、面积、布局等方面的低质外，还隐含着与区位价值密切相关的公共资源缺乏，显
然，移民社区大多位于房地产价格较低的城市边缘地带。 因此，世界大多数城市中的移民社区

总是有意无意地在城市规划中被忽略，普遍缺乏必要的公共资源。 医院和健身服务的缺失或难

获得，将会导致移民健康状况的下降，职业稳定和收入提升将会受到很大限制 ［２２］ ，而公共交通

的不便，必然会提升通勤时间和成本，客观上缩小移民的择业半径和职业发展 ［２３］ ；社区教育资

源的匮乏，人力资本难以有效提升，职业向上流动必然也会受到影响 ［２４］ 。 对于中国的农民工群

体而言，公共资源失配不仅起因于所居住的城市区位，即大多数农民工社区处在城市边缘地带，
如城乡接合部，公共资源供给数量和质量相对常住人口来说明显不足；而且还受到城乡户籍制

度的制约，许多农民工虽然居住在城市中心地带，但户籍门槛依然使其无法公平享受既有公共

资源。
二是工作地与居住地的误配。 随着城市化和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深入，城市产业呈现服务

业内迁和制造业外移的趋势，前者源自高密度人口聚集之于服务业的规模经济性，城市中心无

疑是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后者起因于城市高昂的土地价格，一方面成本激增驱离传统制造业，
另一方面通过向产业链高端转型而集约利用土地资源。 产业是承载农民工就业的主要经济部

门，农民工由于缺乏相应技能而大多在低端制造业就业，既有的居住区位选择大多围绕这一初

始就业地展开，并分布于城市边缘地带。 随着传统产业形态在转型发展中的衰败，短期内个体

人力资本无法适应制造业高端转型需求，大量农民工转向技能要求较低的低端服务业就业，服
务业区位的城市中心化，加上农民工居住区位转换的高成本，必然呈现工作地与居住地的分

离 ［２５］ 。 事实上，在居高不下的城市房价驱使下，中国城市的大多数外来移民正承受着居住郊区

化和工作市区化带给职业发展的负面效应，一方面，居住地和工作地之间较长的空间距离，意味

着通勤距离的增加，客观上提升了参与劳动的交易成本，这可能会引起既有职业的不稳定，劳动

者要么被迫选择非正规就业以获取灵活的上班时间，要么选择与资方签订一些带有歧视性条款

的就业协议，如有限的职业晋升机会、低于同类型劳动力的工资水平等，以此来分担资方的用工

风险 ［２６］ 。 另一方面，部分移民在无法忍受超长通勤距离和时间时，会倾向于基于现有居住区位

重新规划择业半径，以克服长距离通勤的高成本 ［２７］ ，但基于产业空间分异和功能区规划限制，
往往在其新的择业半径内，技能与工作却很难匹配，在极少数相匹配的工作上会形成激烈竞争，
最终结果则会是移民不得不以较低工资赢得这类工作 ［２８］ 。

三是社会资本误配。 农民工进入城市实际上是一个再社会化的过程，城市社会的生存方式

和思维方式的建立，极大依赖于异质性社会网络，即与城市居民形成社会联系。 空间距离往往

意味着社会距离 ［２９］ ，居住隔离本质上拉大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间的社会距离。 社会资本结构

和形态在两大群体之间的配置是不均等的，在本位主义的社会意识下，有利于个体发展的社会

资本和社会网络更多倾向于城市居民，而农民工则呈现出社会关系的同质和内卷。 任何个体在

特定社会环境中的发展都离不开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其两者间的相互作用，公平性的社会资

本配置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权利。 与主流人群相隔离的居住形态限制了农民工与城市居

民建立有效的社会网络，阻碍了异质性社会资本的形成和发展，在劳动力市场上，由于缺乏必要

的社会网络，农民工无法公平地分享就业信息和工作机会，也较难获取公平的职业晋升，甚至群

体矛盾激化时很容易被贴上污名化标签，导致人力资本市场实现和再生的障碍 ［３］ ，大多数农民

工都遭受着就业歧视、职业上升空间狭窄、人力资本被低估等不公平待遇。
（二）空间溢出效应

尽管在形态上与城市主要居住区域相隔离，移民社区除了为大量农民工提供了经济上可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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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的住宅，还为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的表现提供了两类溢出效应。 其一是围绕信息交换的溢出效

应，虽然居住隔离导致了农民工社会网络的内卷化，但一些专属这一群体的信息会在这一网络

中得到高效传播，产生溢出效应。 在劳动力市场上，同质性社会网络有助于支撑农民工个体在

次级劳动力市场上获取就业、工资、用工规则等方面的信息。 在某些情况下，基于这类社会网

络，农民工个体很容易缔结联盟，形成利益集团打破现有劳资关系不对等，以此减轻在就业过程

中所遭受的歧视，并获取应有的职业稳定性，职业晋升的机会和与其人力资本相匹配的收入水

平 ［２０］ 。 另一类溢出效应聚焦于技能知识的传递与学习。 居住隔离有利于同群间频繁接触实现

技能知识的传导与习得 ［３０］ ，大多数农民工在移民社区中倾向于向“榜样”学习，获取与工作有关

的技能知识，这些知识有时候通过重复沟通得以习得，有时候在特定职业活动中与同辈成员共

事而实现默会知识的转移和内化，增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有利于获取稳定的工作和晋

升机会，以及更高的工资。
以上两类效应被居住隔离同时引发，共同决定着农民工的职业表现。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一）数据来源及抽样方法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３ 年 ８—１０ 月间，由华东理工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华中师

范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分别在各自所在城市展开的“流动人口管理和服

务对策”问卷调查，以上七个城市均属于区域中心城市。 主要涉及被访者的个人、家庭基础特

征，以及工作、生活状况。 调查过程中使用了配额抽样和被访者驱动抽样相结合的方法①，共获

取了 ３５８８ 个样本，本文只选取了其中正规受雇就业农民工样本②，共计 １７３９ 个，占样本总数的

４８．４７％。
样本显示被调查城市正规受雇就业农民工的典型特征：一是年龄普遍较轻，４０ 岁以下农民

工占据八成以上，高于 ５２．７％的全国水平，由年龄导致的未婚率也相对较高，自评健康状况较

好。 二是教育程度较高，接近 ３０％的农民工接受了大专及本科层次的高等教育，大大高于 ３．１％
的全国水平，但这似乎与刘林平等对于农民工的界定不完全相同 ［３１］ ，对于这部分样本的回溯分

析发现，几乎所有的农民工为应对城市就业市场日益增长的人力资本需求，通过非正规渠道（电

大、函授、自考、成教等）接受了与大专及本科同等学力的教育，以此来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水

平。 以年龄、健康和教育程度共同表征的人力资本上，被调查城市明显具有“掐尖”效应，绝大

多数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农民工（即高素质劳动力）进入了这些中心城市，他们的定居意愿强

烈，倾向关注居住、就业和发展等城市生活的一切问题，对城市社会治理要求更高。 三是服务业

就业比重高，居住的郊区化明显。 接近半数的农民工在各种服务行业就业，远高于 ３８．６％的全

国水平，这表明样本城市率先进入了产业结构调整期，服务业比重上升，并吸纳了较多数量的农

民工就业，工作地点多集中于城市中心地带，但工作地和居住地的空间分隔迹象明显，接近半数

的农民工仍居住于城市郊区或边缘地带，他们只能获取有限的公共服务，却要承受较高的通勤

成本。 此外，一些农民工群体的普遍特征也依然在延续，如男性略多于女性，汉族农民工占多

数，党员比例低等。
（二）变量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选取的变量说明与测量方法及描述性统计如表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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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样本选择依据和抽样过程由于篇幅限制而未显示，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正规受雇就业是指被比较正规的企事业单位雇用，根据劳动法签订劳动合同和享有国家规定的各种劳动保障，能够

得到比较稳定的工资等。 农民工的界定则采用户籍在农村，但在本城市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 ６ 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
选择理由有二：一是数量上占绝大多数，具有代表性；二是职业表现的数据更易获取。



表 １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类别 名称 说明与测量方法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职业脆弱 劳动合同、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工作环境

无伤害、培训机会综合判定

１７３８ ３．４８４ ０．９２

职业地位 管理、技术和单位层级综合判定 １７３９ ２．１７ ０．７６

工资水平 最近一年月平均工资的常用对数值 １７２８ ７．５３ ０．２９

核心自变量 居住隔离 是否居住在城中村 １７３９ ０．５８ ０．４９

控制变量：

个体社会

经济特征

年龄 岁 １７３９ ２９．９６ １０．３７

性别 １ ＝男；０ ＝女 １７３９ ０．５９ ０．４９

民族 １ ＝汉族；０ ＝少数民族 １７３９ ０．９６ ０．０２

教育程度 １ ＝没上过学；２ ＝ 小学；３ ＝ 初中；４ ＝ 高中；

５ ＝中专 ／ 技校 ／ 职高；６ ＝大专；７ ＝ 本科；８ ＝

研究生及以上

１７３９ ４．２４ １．７１

婚姻状况 １ ＝已婚；０ ＝未婚 １７３９ ０．４７ ０．５０

健康状况 １ ＝很不健康；２ ＝不太健康；３ ＝一般；４ ＝ 比

较健康；５ ＝非常健康

１７３９ ４．０４ ０．８２

政治面貌 １ ＝中共党员；０ ＝其他 １７３５ ０．０９ ０．２８

村干部经历 是否担任过村干部：１ ＝是；０ ＝否 １７３９ １．９８ ０．１５

职业资格 是否拥有职业资格或证书：１ ＝有；０ ＝没有 １７３９ ０．３２ ０．４７

控制变量：

迁移与城市

就业经历

来本城市时间 年 １７３９ １１．４３ ２．７３

非农就业时间 年 １７３９ １２．３２ ４．２５

非农职业个数 个 １７３２ ２．７４ ５．２１

当前工作时间 年 １７３９ ２．８９ ４．６９

举家迁移 １ ＝是；０ ＝否 １７３９ ０．５１ ０．５０

平均日工作时间 小时 １７３９ ９．２３ ２．１３

其他控制变量 城市 １ ＝天津；２ ＝上海；３ ＝广州；４ ＝ 武汉；５ ＝ 成

都；６ ＝兰州；７ ＝哈尔滨

１７３９ ３．８２ １．９３

行业 １ ＝制造；２ ＝建筑；３ ＝住宿餐饮；４ ＝批发零

售；５ ＝交通、运输、邮政；６ ＝家政、物业、维

修等居民服务；７ ＝ 金融、信息、研发、咨询

等现代服务；８ ＝ 教育、水电、医疗、政府部

门等公共服务

１７３７ ３．３８ ２．６０

工具变量（ ＩＶ） 流动人口占比 ２０１２ 年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 １７３９ ０．２３ ０．１３

房租工资比 进入城市当月租赁指数与社会平均工资比 １１９９ ０．３６ ０．０５

　 　 本文的因变量为农民工职业表现，分为职业脆弱、工资水平和职业地位。 三者之间存在递

进关系，即首先必须取得相对稳定的就业，然后考虑工资的稳定和增长，最后通过职业地位的提

升实现社会阶层向上流动，以此实现向市民的转化。 职业脆弱使用汪华和孙中伟的测度方

法 ［３２］ ，职业地位的测量利用管理、技术和单位层级三个维度获得①，工资水平使用工资对数值。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为居住隔离，参照 Ｚｈｕ 的做法 ［３０］ ，以是否居住在城中村测量。 其他均为

控制变量，包括个体社会经济特征（年龄、性别、民族、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健康状况、政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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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问卷中管理层级由高到低依次为：５ ＝中高层管理人员；４ ＝ 专业技术人员；３ ＝ 基层管理人员 ／ 销售人员；２ ＝ 办公室工

作人员；１ ＝生产工人、后勤服务人员或其他。 技术层级由高到低依次为：５ ＝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及相当水平；４ ＝ 中级专业技术

职称及相当水平；３ ＝初级专业技术职称及相当水平；２ ＝技术工人及相当水平；１ ＝ 无专业技术。 单位层级由高到低依次为：５
＝国有企业 ／ 机关事业单位；４ ＝外资独资企业；３ ＝中外合资企业；２ ＝集体企业 ／ 私营企业；１ ＝个体经营 ／ 其他。



貌、村干部经历、职业资格） ，迁移与城市就业经历（来本城市时间、非农就业时间、非农职业个

数、从事当前工作时间、是否举家迁移、平均日工作时间） ，以及行业和城市。
本研究具有内生性并源自反向因果关系。 先前许多研究通常使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

问题。 根据陈云松在上层集聚数据中寻找工具变量的思路 ［３３］ ，本文在城市层面寻找到两个工

具变量：城市流动人口占比、房租工资比。 农民工大多通过租房解决居住问题，房地产市场会依

据价格分层，即正规房地产市场中的租金较高，所提供的房屋产品质量连带的附加价值（如区位

价值、公共服务等）也更优，反之亦然；房地产市场利用价格实现对不同收入人群的匹配，即高收

入者进入正规房地产市场，低收入者进入非正规房地产市场，实现逆向选择。 另外，区域中心城

市均为人口大量流入地，房地产市场大多呈现供小于求，在供需失衡下无疑会产生 “挤出效

应” ，即低收入人口将被挤压至底层。 由于中国长期的城乡和区域差异，农民工的收入水平远低

于城市居民和城－城移民，在逆向选择和“挤出效应”下，农民工只能被迫进入非正规房地产市

场。 城中村是非正规房地产市场的主要形态，在空间上与城市主流居住区相隔离。 流动人口占

比高的城市，房地产市场供需矛盾更为激烈，农民工被挤压进入城中村的概率则会升高。 房租

工资比反映了城市租房市场的相对价格，比例越高，农民工越不可能承受正规居住的价格，只能

选择进入城中村。 无论是城市流动人口占比还是房租工资比，两者都与是否遭受居住隔离存在

紧密关联，而与职业表现不产生直接关联，满足工具变量选择的原则。 城市流动人口占比采用

２０１２ 年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房租工资比则利用进入城市当月该城市房屋租赁价格指

数与当年社会平均工资的比值来表示，房屋租赁价格指数由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提供，其样本

仅包含公房、普通商品住宅和经济适用房等正规房地产产品，但这并不妨碍作为工具变量的有

效性①；另外，由于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只提供了天津、上海、广州、武汉、成都五个城市的房屋

租赁指数，最早为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时间越早，显示租赁价格指数的城市越少，因此部分样本将无法

匹配到房租工资比。 鉴于此，本文将以流动人口占比作为工具变量的模型纳入基础回归中，而
以房租工资比作为工具变量的模型作为稳健性检验②。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表 ２ 显示了职业脆弱、职业地位和工资水平的基础回归结果，模型中还引入了年龄的平方

项，同时在模型中控制城市和行业。
工具变量第一阶段回归的 Ｆ 值均大于经验值 １６，所有 Ｗａｌｄ 外生性检验也都拒绝了零假设，

表明居住隔离确有可能存在内生性。 如果所选择的工具变量的合理性不受质疑，那么工具变量

回归的估计值比原始回归更可靠。
原始回归中，居住隔离只对工资水平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溢出效应超过了误配 ／失配效

应，有利于工资水平的提升，但居住隔离并未对职业脆弱和职业地位产生显著影响。 工具变量

回归结果则显示，在消除内生性后，居住隔离对职业脆弱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却负向影响

了职业地位，居住隔离对工资水平的正向作用增强，这表明农民工职业稳定和工资的形成中，溢
出效应超过了空间误配 ／失配效应，居住隔离有效促进了职业脆弱性的减弱和工资水平的提升；
但在职业地位的形成中，空间误配 ／失配效应超过了溢出效应，居住隔离抑制了职业地位的向上

跃迁。 如果将职业脆弱和工资水平作为基础性指标，职业地位作为发展性指标，居住隔离对于

农民工职业表现的逻辑则更为清晰，即居住隔离仅仅保证了农民工在城市生存的基本需求，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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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利用正规住房租赁指数所构建的租金工资比也能够真实反映出房屋租金对农民工居住选择的挤压效应，比例越高，
农民工越容易居住城中村，由此导致居住隔离。

稳健性检验同时兼具更换工具变量和调整样本规模，符合稳健性检验的要求。



却制约了其在城市社会的阶层流动和提升，阻碍了其城市融合进程。 其他变量对职业脆弱、职
业地位和工资水平的影响表现出一致性。 此外，工具变量在第一阶段回归中均对居住隔离产生

了显著正向影响，支持了之前工具变量的选取思路。 同时通过了模型内生性检验和工具变量有

效性检验①。 利用房租工资比作为工具变量的稳健性检验如表 ３ 所示。
房租工资比作为工具变量也通过了相关检验。 简化起见，表 ３ 的稳健性检验中系数的方

向、大小和显著性水平与基础回归基本一致，第一阶段回归也显示出房租工资比对居住隔离的

显著正向影响，符合工具变量选择的逻辑，各模型均显示出较好的稳健性。 值得注意的是，居住

隔离产生的空间误配 ／失配和溢出效应的相对强度并非静止不变，在个体特征相对稳定时，变化

可能源自客观环境的调节。
表 ２　 基础回归结果

变量
职业脆弱 职业地位 工资水平

Ｏｐｒｏｂｉｔ ＩＶ－Ｏｐｒｏｂｉｔ Ｔｏｂｉｔ ＩＶ－Ｔｏｂｉｔ ＯＬＳ ２ＳＬＳ

居住隔离 －０．０３７ ０．８９２∗∗∗ －０．０２２ －０．８７６∗∗∗ ０．０１６ ０．２５６∗∗∗

（ ０．０６２） （ ０．１８９） （ ０．０５３） （ ０．３２９） （ ０．００９） （ ０．０８０）

控制变量：个体

社会经济特征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控制变量：迁移

与城市就业经历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控制变量：其他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截距 １ ／ 常数项 －２．４９０∗∗∗ －１．５２７∗∗ ２．５０３∗∗∗ １．１４１∗∗ ４．０１０∗∗∗ ３．７３９∗∗∗

（ ０．６４７） （ ０．６１９） （ ０．５８８） （ ０．６５８） （ ０．１０８） （ ０．１５７）

截距 ２ －０．１１０ ０．６００ － － － －

（０．６１２） （ ０．５６４）

截距 ３ ０．０４２ （ ０．７３６） － － － －

（０．６１２） （ ０．５６２）

截距 ４ ２．４３９∗∗∗ ２．８６２∗∗∗ － － － －

（０．６１６） （ ０．５４９）

Ａｔａｎｈｒｈｏ 截距 －０．６６２

（ ０．１６９）

样本数 １７２５ １７３９ １７２６ １７３９ １７１６ １７１６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 Ｒ２ ０．０７６ ０．０８３ ０．１５３ ０．１７７ ０．１９９ ０．１９３

第一阶段回归 居住隔离 居住隔离 居住隔离

流动人口占比 １．６６９∗∗∗ １．４２０∗∗∗ ０．８６９∗∗∗

（ ０．２２９） （ ０．２４３） （ ０．１６３）

常数项 －０．１９３∗∗∗ １．４２０∗∗∗ ０．７０３∗∗∗

（ ０．０６０３） （ ０．２４３） （ ０．２５８）

第一阶段 Ｆ 值 ３２．６３ ３１．２８ ２８．３１

Ｗａｌｄ 外生检验

（ Ｐｒｏｂ＞ｃｈｉ２ ／ Ｆ）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①∗∗ 、∗∗∗分别表示在 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②ＹＥＳ 表示控制了相关虚拟变量，但限于表格篇幅并未列出具体

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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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篇幅限制，模型内生性检验和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等结果并未显示，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表 ３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职业稳定（ ＩＶ－Ｏｐｒｏｂｉｔ） 职业层级（ ＩＶ－Ｔｏｂｉｔ） 工资（ ２ＳＬＳ）

居住隔离 ０．９０１∗∗∗ －１．０９１∗∗∗ ０．３３１∗∗∗

（ ０．２９９） （ ０．１７１） （ ０．０１２）

截距 １ ／ 常数项 －１．４２８∗ １．４６１∗∗ ４．０５４∗∗∗

（ ０．７６７） （ ０．６２７） （ ０．１４１）

截距 ２ ０．６１８

（ ０．６９４）

截距 ３ ０．７８９

（ ０．６９０）

截距 ４ ２．９７３∗∗∗

（ ０．６７０）

Ａｔａｎｈｒｈｏ 截距 －０．６７４∗∗

（ ０．２７０）

样本数 １１９９ １１９９ １１８２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 Ｒ２ ０．０９５ ０．１８４ ０．１８９

居住隔离

房租工资比 ２．５６８∗∗∗ ２．４９６∗∗∗ １．１１６∗∗∗

（ ０．６５７） （ ０．６３４） （ ０．２８１）

第一阶段 Ｆ 值 ３０．９９ ２９．５１ ３５．８０

Ｗａｌｄ 外生检验（ Ｐｒｏｂ＞ｃｈｉ２ ／ Ｆ）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 、∗∗ 、∗∗∗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

从城市空间发展理论看，空间误配 ／失配效应源自城市公共资源配置的歧视，任何城市的公

共资源配置都遵循由里及外的路径，即公共资源密度由城市中心向边缘地带呈辐射状衰减，其
质量配置也同样遵循这一路径 ［３４］ 。 现实中，中国城市中移民社区的位置伴随着快速城市化的

演进而发生动态变化，移民社区并不总是处于城市边缘地带，尽管一些移民社区初期处于城市

边缘地区，但随着城市边界的扩张，逐步成为城市中心地带。 由于部分公共资源的非排他性，处
于城市中心地带或者距离城市中心较近的移民社区人口可部分分享优质公共资源，虽然这并非

政府有意为之。 换句话说，居住在某些城中村的农民工由于区位上的优势，居住隔离所导致的

空间误配效应可能会被削弱，对职业表现的负面影响相应得到缓解。
空间溢出效应也并非自发产生。 严格说来，城中村仅创造了产生溢出效应的机会，但并不

必然产生溢出效应，这其中，个体间可能的交互形态和方式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创造或影响这

种交互形态和方式的建筑格局被认为是重要的，具备公共交互空间的建筑格局产生了较高的社

会连接概率。 当前中国城中村的建筑格局是多样的，如庭院、公寓等，各类建筑中的公共交互空

间设置也有很大不同，一般认为，庭院式建筑存在较为充裕的公共交互空间，而普通公寓的公共

空间则较为缺乏，农民工在溢出效应的获取上必然存在很大差异。 因此，城中村的建筑格局影

响了空间溢出效应的产出，具有公共交互空间的建筑格局可能有助于农民工建立和使用更好的

社会网络而产生较高溢出效应，居住隔离对于职业表现的正面影响可能得到增强。
为实证以上推断，本研究在工具变量回归中加入两个交叉项。 即居住隔离分别与社区区位

和社区公共空间的交叉项。 社区区位用通勤时间来衡量，在大多数农民工工作地点不断向城市

中心转移的趋势下，通勤时间通过衡量居住地与市中心的空间距离体现其共享优质公共资源的

可能性，通勤时间越短，优质公共资源共享的可能性越大，居住地到工作地的可达性也越强。 社

区公共空间用居住建筑中有无公共交互空间来衡量，若有，意味着农民工在社区内部与他人建

立社会连接的概率增加，因而更有可能沟通和学习就业和职业技能信息，形成组织并获取支持，
溢出效应更为明显。 样本社区区位的均值为 ８７．２４，说明农民工离优质公共资源的密集配置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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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较远，共享的可能性较低；社区公共空间的均值为 ０．５５３，超过半数的农民工居住的城中村中，
建筑具备公共交互空间①。 引入交叉项后的结果如表 ４ 所示：

表 ４　 引入交叉项的回归结果

变量 职业脆弱（ ＩＶ－Ｏｐｒｏｂｉｔ） 职业地位（ ＩＶ－Ｔｏｂｉｔ） 工资水平（ ２ＳＬＳ）

居住隔离 ３．７９４∗∗∗ －０．３７９∗∗∗ ０．２７３∗∗

（ ０．８３０） （ ０．６８５） （ ０．１１７）

居住隔离∗社区区位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 ０．００８） （ ０．００５） （ ０．００１）

居住隔离∗社区公共空间 ０．４１４∗ ０．０８６∗∗ ０．０３５∗∗

（ ０．２２９） （ ０．２０５） （ ０．０３５）

社区区位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 ０．００４） （ ０．００３） （ ０．００１）

社区公共空间 ０．３００∗∗ ０．０５２４∗ ０．０３５∗

（ ０．１３７） （ ０．１１５） （ ０．０２１）
Ｅ居住隔离 －１．６５２∗∗∗ ０．１５５∗∗∗ －０．１０７∗∗

（ ０．３５１） （ ０．２９２） （ ０．０４９）
Ｅ居住隔离∗社区区位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 ０．００９） （ ０．００６） （ ０．００１）
Ｅ居住隔离∗社区公共空间 －０．３１８∗∗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２∗∗

（ ０．２２０） （ ０．１９９） （ ０．０３４）

样本数 １７２５ １７２６ １７１６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 Ｒ２ ０．０９３ ０．１８７ ０．２１６

第一阶段 Ｆ 值 ４３．２５ ４６．１７ ５０．６６

Ｗａｌｄ 外生检验（ Ｐｒｏｂ＞ｃｈｉ２ ／ Ｆ）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①∗ 、∗∗ 、∗∗∗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②由于存在内生性及内生变量与调节变量之间的交互项，工

具变量回归采用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方法；③模型中的 Ｅ 为工具变量对相应内生变量回归后的残差项；④所使用的工具变量为城

市流动人口占比；⑤由于篇幅限制，其他变量的结果未显示在表中。

从表 ４ 的结果可以看出，引入交叉项后，居住隔离对农民工职业表现各变量的影响依然与

基础回归相同，同时，各交叉项在三个模型中的系数均显著，且方向相同。 居住隔离与社区区位

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衡量社区区位的通勤时间越长，居住隔离所产生的误配 ／失配效应

则越强，削弱了居住隔离对职业脆弱和工资水平的正向影响，而强化了其对职业地位的负面影

响；居住与社区公共空间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社区建筑中有公共交互空间，将有利于溢

出效应的形成，增强了居住隔离对职业脆弱和工资水平的正向影响，而削弱了其对职业地位的

负面影响。 此外，各模型中的残差项系数均显著，表明所有交互项均存在内生性，相关检验结果

也证明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五、结论与思考

本文选取农民工职业表现为对象，基于中国快速城市化和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背景，利用

２０１３ 年七个区域中心城市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调查中 １７３９ 名正规就业农民工的数据，探索居

住隔离与农民工职业表现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 主要结论有：居住隔离同时产生空间误配 ／失
配和溢出效应，共同决定农民工职业表现。 基础回归和工具变量回归均稳健地显示居住隔离正

向影响职业脆弱和工资水平，空间溢出效应超过误配 ／失配效应；而负向影响职业地位，空间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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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通勤时间的单位为分钟；社区建筑格局利用社区建筑有无公共交互空间测量，１ ＝有，０ ＝无。



配 ／失配效应超过了溢出效应。 居住隔离仅仅支撑了农民工城市社会的基本生存，但制约了阶

层流动和提升。 引入居住隔离与社区区位和社区公共空间交叉项的工具变量回归表明，农民工

居住地离公共资源密集配置区和工作地越远，居住隔离所引发的空间误配 ／失配效应更强，弱化

了其对职业脆弱和工资水平的积极影响，但增强了其对职业地位的负面作用；农民工所居住社

区的建筑有更多公共交互空间，更有利于居住隔离的空间溢出效应的形成，增强了其对职业脆

弱和工资水平的积极作用，但减弱其对职业地位的消极影响。 根据以上结论，可形成如下思考：
居住隔离催生了较强的空间误配 ／失配效应，表明其背后蕴含的城市公共资源均等化问题

在现阶段仍较突出，事实上，以人为本的城市化本质上需要破除附着于户籍背后的各类资源配

置的不均等，无论中国城市化进程走到何种阶段，围绕城乡抑或是区域福利均等化的制度变迁

方向都不能被忽视或放弃。
在中国城市发展进程中，由于征地拆迁等原因，城中村承载了大量农民工。 随着城市建成

区边界的向外延展，城市公共资源的相应覆盖，许多城中村的区位优势不断得以显现，居住其中

的农民工可共享城市公共资源，居住隔离所造成的空间误配 ／失配的负面效应能得到一定程度

的缓解，因而对其市民化有积极贡献。 当前许多城市管理者片面夸大城中村的不安全和不稳定

性，主张大力拆除城中村，以此驱赶低收入人群，否定城中村在为农民工提供基本生存和发展空

间方面的积极作用，这种盲目排斥的政策导向需要被重新审视。
城市政府对于保障性住房的选址需要顾及相应的公共资源配套，一些城市政府在商业地产

项目中配建一定比例保障性住房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 尽管许多城市都将农民工纳入住房保

障体系中，但保障性住房建设大多以高容积率的公寓为主，缺乏必要的公共交互空间，虽满足了

农民工的基本居住需求，但却制约了他们的发展。 由于社区建筑格局对于空间溢出效应的放大

作用，针对农民工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必然需要考虑建筑体内公共交互空间的设置。 欧美国家针

对移民的住房供给在建筑格局设计上已有成功经验可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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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Ｍａｔｔｅｒ？ ［ Ｊ］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７， ６１（７） ：２９－４２．
［１１］Ｈａｏ Ｐ， Ｓｌｉｕｚａｓ Ｒ， Ｇｅｅｒｔｍａｎ 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ｉｎ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Ｊ］ ．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１１，３５（２） ：２１４－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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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Ｄｕｎｎ Ｋ Ｍ．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Ｃａｂｒａｍａｔｔａ， Ｓｙｄｎｅｙ［ Ｊ］ ． Ｕｒｂ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９９８，３５：
２１４５－２１７０．

［１３］Ｒａｐｈａｅｌ Ｓ．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Ｂｌａｃｋ Ｙｏｕｔｈ Ｊｏｂｌｅｓｓｎｅｓ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Ｂａｙ
Ａｒｅａ［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９９８， ４３：７９－１１１．

［１４］ Ｌｉｕ Ｙ， Ｈｅ Ｓ， Ｗｕ Ｆ． Ｕｒｂａ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Ｃｈｉｎａ’ ｓ Ｒａｐｉｄ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Ｕ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Ａｓｓｅｔ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ｓ［ Ｊ］ ．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１２，３６：１９２－２００．

［１５］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Ｍ， Ａｄｅ Ｋｅａｒｎｓ． Ｌｉｖｉｎｇ Ａｐａｒｔ？ Ｐｌａｃ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Ｊ］ ．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０９，２４（４） ：５４－７８．

［１６］ Ｄｅｂｏｒａｈ Ｐ．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Ｅｔｈｎｉｃ 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ａｎ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１０，３６（２） ： １１８２－１２０３．

［１７］ Ｓａｋｏ Ｍ， Ｍａｒｉｅｌｌｅ Ｄ Ｗ．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Ｓｏｍ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２，２２：２６８－２８９．

［１８］Ｃｈａｎ Ｋ Ｗ， Ｂｕｃｋｉｎｇｈａｍ Ｗ． Ｉｓ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ｏｌ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ｕｋｏｕ Ｓｙｓｔｅｍ？ ［ Ｊ］ ．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００８，１９５：５８２
－６０６．

［１９］ Ｓｏｎｇ Ｙ， Ｚｅｎｏｕ Ｙ． Ｕｒｂａ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２０１２，４２：４９５－５０５．

［２０］Ｌｉｕ Ｌ， Ｈｕａｎｇ Ｙ Ｑ， Ｚｈａｎｇ Ｗ Ｈ．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Ｕｒｂ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１７（１） ：１－２０．

［２１］Ｍａｓｓｅｙ Ｄ Ｓ， Ｄｅｎｔｏｎ Ｎ Ａ．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ｌａｃｋｓ， Ｈｉｓｐ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ｓｉａｎｓ： １９７０－ １９８０
［ Ｊ］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８７， ５２（６） ：３５－５６．

［ ２２］Ｋａｔｈｒｙｎ Ｆ Ａ． Ｒａｃｉ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ｌａｔ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
ｈｏｏｄｓ［ Ｊ］ ．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２０１７，６４：２５６－２７６．

［２３］Ｋｏｒｓｕ Ｅ， Ｗｅｎｇｌｅｎｓｋｉ Ｓ． Ｊｏｂ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ｏｆ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ｉｓ Ｒｅｇｉｏｎ［ Ｊ］ ． Ｕｒｂ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０，４７（１１） ：２２７９－２３２４．

［２４］郑思齐，廖俊平，任荣荣，等 ． 农民工住房政策与经济增长［ Ｊ］ ． 经济研究，２０１１（２） ：７３－８６．
［２５］Ｋａｓａｒｄａ Ｊ Ｄ． Ｕｒｂａ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ｎｄｅｒｃｌａｓｓ［ Ｊ］ ．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８９，５０１（２） ：２６－４７．
［２６］Ｍｏｒｒｉｓｉｏｎ Ｎ， Ｍｏｎｋ Ｓ． Ｊｏｂ－ｈｏｕｓｉｎｇ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 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Ｓｕｒｒｅｙ， Ｓｏｕｔｈ Ｅａｓｔ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２００６，３８（６） ：１１１５－１１３０．
［２７］Ｍｏｕｗ Ｔ． Ｊｏｂ 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ｃｉａｌ Ｇａｐ ｉｎ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ｉｎ Ｄｅｔｒｏｉｔ ａｎｄ Ｃｈｉｃａｇｏ，１９８０ ｔｏ １９９０［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０，６５（５） ：７３０－７５３．
［２８］Ｏｎｇ Ｐ Ｍ， Ｍｉｌｌｅｒ 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 ｉｎ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５，２５（１） ：４３－５６．
［ ２９］Ｐａｒｋ Ｒ， Ｂｕｒｇｅｓｓ Ｅ．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Ｄ］ ． Ｃｈｉ⁃

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１９２５．
［３０］Ｚｈｕ Ｐ Ｙ．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 Ｕｒｂａｎ Ｓｔｕｄ⁃

ｉｅｓ，２０１６，５３（８） ：１６３５－１６５６．
［３１］刘林平，范长煜，王娅 ．被访者驱动抽样在农民工调查中的应用：实践与评估［ Ｊ］ ．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５（ ２） ：

１４９－１７３．
［３２］汪华，孙中伟 ． 城市新移民的工资脆弱性及其后果［ Ｊ］ ． 学海，２０１５（２） ：６７－７４．
［３３］陈云松 ．逻辑、想象和诠释：工具变量在社会科学因果推断中的应用［ Ｊ］ ．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２（６） ：１９２－２１６．
［３４］夏怡然，陆铭 ． 城市间的“孟母三迁”———公共服务影响劳动力流向的经验研究［ Ｊ］ ．管理世界，２０１５（ １０） ：

７８－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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